
第 76 卷第 6 期 2023 年 11 月
Vol. 76 No. 6 Nov.  2023 112 ~ 121

现代政治哲学的两个正义概念与
马克思的正义观

李佃来

摘 要  “正义”是政治哲学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但也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

在霍布斯、洛克之后发展起来的现代政治哲学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正义概念：一是基于权利

的正义，二是基于规则的正义，它们在指代对象、内涵及侧重点上都存在很大差异。不过，在

罗尔斯建构的具有高度综合性的正义理论中，这两个正义概念是融合在一起的。马克思虽

然没有主题化地探讨正义问题，但正义是其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在关于资本主义批判、

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以及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叙事语境中，马克思要么介入到基于

权利的正义问题中来，要么介入到基于规则的正义问题中来。所以，现代政治哲学的两个正

义概念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正义观的重要切入点。但我们也不能刻板地停留在权利和规则的

层面来阐释马克思的正义观，因为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相比，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并非以权利

和规则本身为最终或最高目的，而是通向了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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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希腊以来，正义就是政治哲学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不同时代的政治哲学家，往往

是在大不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正义概念的，甚至于在柏拉图《理想国》的对话中，都包含了多个正义概

念。与古典政治哲学相比，霍布斯、洛克之后发展起来的现代政治哲学对正义问题给予了更大程度的重

视，不过，正义概念的多义性特点并未发生改变。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即便将现代政治哲学整体性地认

定为一个区别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理论传统，也不能在一种意义上来“铁板一块”地认识和把握其中的正

义概念。具体地说，在现代政治哲学中，主要包含了两个在指代对象、内涵及侧重点上迥然有异的正义

概念：一是基于权利的正义，二是基于规则的正义。本文力图对这两个正义概念作出确定性的梳理、界

定和说明，并依此来观照和阐发马克思的正义观。

一、基于权利的正义

要把握现代政治哲学中的正义概念，无论如何都离不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罗尔斯对正义进行的

主题化的且富有价值张力的探讨，既促发了政治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走向大复兴，也大大强化了

正义概念在政治哲学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在《正义论》中，罗尔斯在反驳功利主义时强调：“在许多哲学

家看来（并且得到常识性信念的支持），自由与权利的要求和对社会福利总量之增加的欲求之间是有原

则区别的。我们把前者如果不是看得绝对重要的话，也是看得更为优先的。社会的每一成员都被认为

是具有一种基于正义、或者说基于自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甚至是任何别人的福利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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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逾越的。正义否认为使一些人享受较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把不同的人当作一个

人来计算他们的得失的方式是被排除的。因此，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基本的自由被看作是理所当然

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1］（P22）显而易见，在这段论述中，

罗尔斯表达了以下几个关键信念：（1）与功利主义所重视的社会福利总量的增加相比，自由和权利是更

加重要和更为优先的东西；（2）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基于正义或者说基于自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3）不

能像功利主义那样，把不同的人当作一个人来计算他们的得失；（4）正义对权利起到保障作用。通过这

几个关键信念，罗尔斯不仅阐明了他与功利主义的基本分野，而且也为正义赋予了清晰可见的内容和价

值指向。概括地说，所谓正义，也就是让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的一种社会价值。在这里，正义本

身并不具有意义自明的一阶性，权利才是规定正义之内容的一阶价值。这样说来，我们能够从罗尔斯对

正义的阐释中，顺理成章地引申出“基于权利的正义”概念。

不过，言及基于权利的正义，人们可能会首先想到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然的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

义，因为自然的自由主义把自己的理论任务，正定位于为每个自然人的权利和自由提供据称是不能妥协

的辩护。根据其辩护，权利和自由乃是人生而具有的、不可被剥夺的自然法权，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不

正当的名义来侵犯其他人的这种自然法权。至于罗尔斯，人们的第一印象，可能并不在于对权利和自由

的强力辩护，而在于对自然的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其平等主义立场。或者换一个角度来看，罗尔斯把自己

讲的正义明确地指称为“作为公平的正义”。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标志性价值底色，乃在于通过差异原则

来保护社会最少受惠者的利益①，而差异原则与自然权利理论从形式上看又存在一定抵触。这些情况是

否又表明，“基于权利的正义”与其说是蕴含在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倒不如说是自然的自由主

义所认同的正义概念？

自然的自由主义无疑认同“基于权利的正义”概念。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自然的自由主义对于权利

和自由的辩护，是以默许人在体力、智力、天赋等方面的自然差异以及在家庭背景、出生地、生活环境等

方面的社会差异之应得性为前提的。亦即在自然的自由主义看来，自然差异和社会差异虽然具有偶然

性和不可选择性，但却是人的自然权利中不可被剔除的重要因素，所以，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应当承认

这些因素以及运气成分对社会分配的影响。在自然的自由主义的这种观点中，包含着“所有人有同样的

合法权利进入所有有利社会位置”的主张，即一种形式的机会平等的主张。虽然这一主张对瓦解奴役制

度、等级制度以及各种严重的社会歧视具有一定意义，但在罗尔斯看来，允许偶然的自然差异和社会差

异任意起作用的社会，注定会是一个不平等的“英才统治的社会”。“英才统治的社会结构遵循‘前途向才

能开放’（唯才是举）的原则，用机会平等作为一种在追求经济繁荣和政治统治中释放人们精力的手段。

那儿存在着一种显著的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悬殊差距，表现在生活手段和组织权威的特权两个

方面。较贫困阶层的文化枯萎凋零，统治的和技术的精英的文化则牢固地建立在服务于国家的权力和

财富的基础上。机会的平等仅意味着一种使较不利者在个人对实力和社会地位的追求中落伍的平等机

会。”［1］（P81）罗尔斯要揭示和说明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英才统治的社会里，虽然人与人之间有形式上

的平等权利和机会，但事实上存在“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悬殊差距”。这种差距对较不利者或社

会最少受惠者而言，就是一种权利和机会上的不平等。如果说这是自然的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无法解决

的一个权利悖论，那么，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显然有利于解决这一悖论。因为差异原则大大弱化了偶然的

自然差异和偶然的社会差异的应得性。在这一原则的价值构图中，社会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及权利能够

在一定意义上得到补偿，虽然按照罗尔斯的解释，差异原则并不等同于补偿原则。由此来看，差异原则

并没有违反权利原则，相反，它与罗尔斯为正义确立的第一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

的平等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这两个正义

① 差异原则的基本要求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要建立在有利于社会最少受惠者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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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构成了一个对权利予以保护的、具有互补性的价值体系。就此而言，以“基于权利的正义”来概括罗

尔斯的正义概念，总体上是站得住脚的。

扩展开来，“基于权利的正义”概念并不仅仅是容纳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罗尔斯及诺齐克等政治

哲学家所发展的正义理论中，而是容纳在霍布斯、洛克以来的现代政治哲学的整个理论谱系中。人们往

往以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发轫点是国家问题，因为作为现代政治哲学开创者的霍布斯、洛克，都致力于构

建关于国家和政府的理论，《利维坦》和《政府论》的书名即表明了这一点。这一理解有一定合理性，但却

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霍布斯、洛克都是自然权利学说的持有者，他们正是以自然权利为逻辑原点和价

值落点，来论证国家、政府及权力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这便是说，在霍布斯、洛克的心目中，自然权利

是第一位的东西，国家和政府的最根本职能则在于保护人们的自然权利。这一重要事实告诉我们，霍布

斯、洛克虽然没有像罗尔斯那样将理论的侧重点定位于“正义”，但他们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正

义问题，即一个“基于权利的正义”问题。这倒不是说，他们把人类在始源性的自然状态下对自然权利的

追求，统统认定为正义的行为，相反，他们认为正义和非义都是人们在订立契约、让渡自然权利、组成国

家和政府，从而进入社会状态之后才发生的事情。以霍布斯之见，在社会状态下，正义意味着信守契约。

人们信守契约是为了避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从而达到保护每个人的生命权、所有权等权

利的目标，而这就是正义的价值旨归。在这一问题上，洛克的态度更加明确。根据洛克的理论，在社会

状态下，能否对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方面的自然权利以及福利提供保护，是衡量一种行为、一部法

律、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义性的最根本标准。用他在《政府论》中的话说，“Salus populi suprema lex［人民

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的确是公正的和根本的准则，谁真诚地加以遵守谁就不会犯严重的错误”［2］

（P100）。

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罗尔斯，他们对正义的认识和界定自然不是个例，而是代表了现代人对正

义的一个普泛化的理解——正义的核心要义在于增进和保护权利，举凡侵犯人们合法权利的事情都是

不正义的；或者说，如果将正义认定为一种平等待人的价值，那么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利，就是平

等待人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正如罗尔斯在《政治哲学史讲义》中所说，“具有某种正义感以及具有与正义

感相关的各种理念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部分，是理解其他人、承认其他人的权益的一个组成部分。总是随

着我们自己的心愿去行动，从不担心或意识不到他人的权利——这种生活将会是这样一种生活，它完全

意识不到体面的人类社会所必须的根本条件”［3］（P385-386）。进而言之，现代人对正义的这一理解，表征

和标识着一个不同于古代正义观念的现代正义观念。虽然如上所述，在柏拉图《理想国》的对话中包含

了多个正义概念，但古典政治哲学家对正义的界定，总体来看是以优先于权利的善为基准的，即正义的

关键所在并不是权利的归属，而是目的论意义上的善，如最佳政制、最高德性，等等，而这就是典型的古

代正义观念。在施特劳斯看来，根据这一古代正义观念，“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说法应当这

样解释——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依据自然是善的、好的、合适的东西，如一件适合于一个孩子的外套，一

份能够被很好地履行的工作，等等，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称得上是应得之物［4］（P148-150）。但与古代正

义观念不同，现代正义观念建基于权利优先于善的准则，其看重的不是善的东西的获取或善的目标的实

现，而是合法的权利的归属。根据这一观念，“正义就是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这一说法中的“应得”，指

涉在法权上应当属于每个人的东西，不管这个东西对其所有者是否合适。罗尔斯虽然不认可“应得”概

念，但法权上的归属问题，依然是其正义理论最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一个现代性意识得以被唤醒的

现代社会，这一强调权利归属的现代正义观念显然深深嵌入了人们的意识之中，成为人们判断是非曲直

的重要标准，也成为政治哲学家们建构和发展正义理论的观念前提。当然，按照施特劳斯的认识，这一

正义观念是大大疏离于正义之本质的。显而易见，与这一现代正义观念相呼应的正义概念，就是“基于

权利的正义”。

总之，在自霍布斯、洛克至罗尔斯的轴线上，不仅始终存在一个“基于权利的正义”概念，而且这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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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现代政治哲学和现代正义理论的发展中具有支配地位。

二、基于规则的正义

要对现代政治哲学和现代正义理论作出准确而全面的把握，不仅要抓住“基于权利的正义”概念，而

且也要看到政治哲学家们对正义的另外一种界定，这就是“基于规则的正义”。追根溯源，“基于规则的

正义”概念是休谟及亚当·斯密等人率先建立起来的，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也整合并提升了这一概念。

众所周知，在现代政治哲学发展史上，休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休谟对政治哲学的最大贡献，

莫过于建构了一种对后人产生重大影响的正义理论。休谟对正义的界定，全然不同于霍布斯、洛克，但

与后者的正义概念所关涉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霍布斯、洛克根据权利来界定正义的理论思路，在一定

意义上反映了正在欧洲形成的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中人们对以所有权为代表的现实权利的迫切诉求，

这个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体系，本质上就是一个权利和占有的体系。然而，在一个权利和占有的体系

中，亦即在人们对所有权等权利的诉求与追索中，本然地存在一个如何通过规则来协调人们的占有关系

的重要问题。应当说霍布斯和洛克（特别是前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的侧重点并不在于规则

的建立，而在于对权利和利益的保护。与之不同，休谟更加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也把规则本身

视为更为始源和更加重要的东西，他的正义概念就是由此而来的。

虽然霍布斯和洛克都是在社会状态下谈论正义的，但按他们的理论逻辑，作为正义保护对象的权利

具有先验性色彩，这也使正义在一定意义成为一种建基于先验自然法的“自然之德”。休谟则认为，正义

不是“自然之德”，而是一种典型的“人为之德”。正义作为一种“人为之德”，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

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5］（P532），这是正义的两个条件。从这两个条件

来看，正义要解决的不是人的自然权利如何得到保护的问题，而是占有和财产权的规则如何制定的问

题，因为面对有限的供应，唯有通过起约束作用的规则，才能够有效地克服由人性的自私所带来的可能

性冲撞，从而达成一个有序和谐的社会结构。按照这个理解，正义的确切含义乃在于按照规则“合法地”

占有财物，从另一个侧面看，就是戒取他人的所有物。以休谟之见，占有和财产权的规则包括三个方面，

分别是稳定财物占有的规则、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的规则以及履行许诺的规则，而第一个规则具体又包

含占领、时效、添附、继承。这些规则得以确立并发生效力的社会，就是一个趋向于正义的社会，否则，就

可能是一个非义和失序的社会。

显而易见，休谟的正义概念尽管从内容上直接指涉财物的归属即财产权问题，却不应当被归结为

“基于权利的正义”，而应当被归结为“基于规则的正义”。这一正义概念与“基于权利的正义”概念的区

别，不仅仅在于它没有如后者那样，把生命、自由和财产等方面的自然权利视为头等重要的东西，而且也

在于它以完全不同于后者的方式，来论定财产权与正义的逻辑关系。依照洛克等人提出的“基于权利的

正义”概念，财产权以及其他自然权利相对于正义具有逻辑在先性，因而也构成了正义的来源和基石。

但休谟并不认可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等说法，其“基于规则的正义”概念则是把正义看成财产权的前提，

即先有正义的规则，才有财产权。“在人们缔结了戒取他人所有物的协议，并且每个人都获得了所有物的

稳定以后，这里立刻就发生了正义和非义的观念，也发生了财产权
···

、权利
··

和义务
··

的观念。不先理解前者，

就无法理解后者。我们的财产只是被社会法律，也就是被正义的法则所确认为可以恒常占有的那些财

物。因此，有些人不先说明正义的起源，就来使用财产权
···

、权利
··

或义务
··

等名词，或者甚至在那种说明中就

应用这些名词，他们都犯了极大的谬误，而永不能在任何坚实的基础上进行推理。一个人的财产是与他

的关系的某种物品。这种关系不是自然的，而是道德的，是建立在正义上面的。因此，我们如果不先充

分地了解正义的本性，不先指出正义的起源在于人为的措施和设计，而就想象我们能有任何财产观念，

那就很荒谬了。正义的起源说明了财产的起源。”［5］（P527）

休谟基于规则来界定正义的思路，在后来的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得到了呼应。众所周知，斯密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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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理论上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人”假设。这一假设建基于斯密对人性的理解：在他看来，利己主义是人

的一种天然本性，“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

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6］（P102）。按斯密的逻辑，利己的人的逐利行为在让自己获益的

同时，也会带来整个社会的财富和利益的增长，最终会达成一个“既利己又利他”的、和谐有序的关系模

式。不过，他也认识到，仅凭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并不可能达成这一关系模式，因为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

的利己主义，将会因为对他人利益的伤害而造成一种失衡和失序状态。毋宁说，这一关系模式的达成离

不开人的另外一种本性——怜悯或同情的发挥。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斯密即讲道：“无论人们会认

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

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

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6］（P5）这种同情他人的

本性虽然在强烈程度上远逊于利己本性，却是一个社会所必须的美德的根本基础。

进而言之，以斯密之见，以同情他人的本性为基础的美德有两种，这就是仁慈和正义。仁慈是一种

道德要求高但约束力弱的美德，即有仁慈之心或行仁慈之事的人会得到人们的高度赞美，而缺乏仁慈却

不会受到惩罚。相反，正义在道德要求上低于仁慈，却具有极大的约束力，即对正义的遵奉“并不取决于

我们自己的意愿，它可以用压力强迫人们遵守，谁违背它就会招致愤恨，从而受到惩罚”［6］（P98-99）。如

果说仁慈和正义的这一区分，类似于人们通常讲的道德与法律的区分，那么由此可以看到，正义虽然被

斯密冠以“美德”之名，但实际上是指一种人人都应遵守的规则。正义作为一种规则，具体地说就是“不

侵害他人的利益”，对斯密研究的商品社会来说，主要是指休谟提出的“戒取他人的所有物”。从这个意

义上讲，“最神圣的正义法律就是那些保护我们邻居的生活和人身安全的法律；其次是那些保护个人财

产和所有权的法律；最后是那些保护所谓个人权利或别人允诺归还他的东西的法律”［6］（P104）。

斯密充分肯定人的利己本性在助力财富增长、推动社会发展上的作用，所以，对私人权利或者说个

人权利的保护，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他极为重视的事情。但一目了然的事实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像洛克

那样，将正义整体性地界定为“基于权利的正义”，而是沿着休谟的思路，主要从规则层面来对正义予以

界定和阐说。之所以如此，自然不是因为这种界定方式更能反映正义之本质，而是因为斯密和休谟面对

需要用理论来加以回应的同一个时代问题——如何为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中的占有关系制订规范和规

则，从而使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得到协调，使社会成为一个不会因人的利己本性而发生分化的稳固系

统，即成为一个按照规则有规律运转的良性共同体。如果说是这一时代问题的凸显造就了“基于规则的

正义”概念，那么，斯密将这一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正义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道德情操论》

中，他曾这样说道：“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

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建造和维护这一

大厦似乎受到造物主特别而宝贵的关注。”［6］（P107）

如果说休谟和斯密的范例表明，“基于规则的正义”概念重在处理不同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其

价值落点乃在于有序和谐的社会结构或良性共同体的塑造，那么，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实际上也包

含了这一概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罗尔斯对正义的界定，正是以利益冲突的解决为前提性问题意识

的。罗尔斯充分认识到，在一个社会中，既存在着由合作而带来的利益一致性，也存在着由人们在社会

分配中对较大份额的追求而造成的利益冲突。社会是一个联合体，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必须要得到有

效解决，从而建立起社会合作的深厚基础，这“就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利益分配的

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从而达到一种有关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协议”［1］（P4）。这些起指导作用的原则，

就是正义原则。正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乃是划分权利和义务、分配社会利益的基本规范和规则。正义

作为此种规范和规则，能够基于对利益冲突的解决而发挥调节或促成良序社会的重要功能。“一个社会，

当它不仅旨在推进它的成员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受着一种公共的正义观调节时，它就是一个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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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ordered）的社会。亦即，它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在那里：（1）每个人都接受、也知道别人接受同样的

正义原则；（2）基本的社会制度普遍地满足、也普遍为人所知地满足这些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们

可能相互提出过分的要求，他们总还承认一种共同的观点，他们的要求可以按这种观点来裁定。如果说

人们对自己利益的爱好使他们必然相互提防，那么他们共同的正义感又使他们牢固的合作成为可能。

在目标互异的个人中间，一种共有的正义观建立起公民友谊的纽带，对正义的普遍欲望限制着对其它目

标的追逐。我们可以认为，一种公共的正义观构成了一个良序的人类联合体的基本宪章。”［1］（P4）

毫无疑问，在罗尔斯的语境中，上述关涉利益冲突之解决、良序社会之形成的正义概念，同样是“基

于规则的正义”，这与休谟和斯密的情况并无二致。不过，罗尔斯没有按休谟和斯密的理路，将正义简单

地指示为“不侵害他人的利益”或“戒取他人的所有物”的行为规则，而是上升到制度层面，将之论定为社

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按罗尔斯的这一论定，正义对一个社会而言的意义更加凸显，其发挥的乃是一种涵

盖整个社会结构的全局性作用，用罗尔斯自己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严格服从”而非“部分服从”的正

义。当然，罗尔斯所讲的社会制度并非马克思意义上的制度形态，因为它基本不涉及社会生产方式和社

会生产关系，而主要是指从总体上影响或决定一个国家的权利、义务之划分的法律制度架构。所以，作

为社会制度之美德的正义，并没有超出分配正义的范围。

进而言之，以罗尔斯之见，正义原则若要真正成为指导社会分配的制度规则，必须要得到人们最大

程度的认可，一个认可度低的正义原则，不可能成为落地见效的规则。事实上，罗尔斯本着这一见解而

开展的工作，就是要在一个差异的、多元的世界中寻求人们在正义问题上的最广泛共识。而他在“无知

之幕”这一虚设状态下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在他看来就符合“最广泛共识”这一标准，因为当人们对自

己的身份、能力等方面的情况一无所知时，都会选择一种最有可能惠及每一个人的原则，而两个正义原

则特别是差异原则就是如此。相反，不管是功利主义还是自然的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都不可能惠及每

一个人。需要看到，罗尔斯借助“无知之幕”来证成作为制度规则的正义原则，其实有一个价值先行的问

题。对他而言，先行或在先的价值之内核，就是最大化地照顾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使每一个人的权

利都能够得到保障，都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由此可见，罗尔斯不是在权利和规则的层面提出

了两个漠不相关或互斥的正义概念，而是把“基于权利的正义”和“基于规则的正义”融合为一个密不可

分的整体，这也是他与休谟和斯密相比的一个不同，当然也是与霍布斯和洛克相比的一个不同。这充分

表明，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集大成者，罗尔斯建构的正义理论，是一种具有高度综合性和宽广解释力的

政治哲学理论。

无论如何，在现代政治哲学和现代正义理论的发展中，除了“基于权利的正义”概念，也存在一个“基

于规则的正义”概念。尽管这两个正义概念在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中融为一个整体，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一

点而抹平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而造成在一种意义上、用一种方式来理解正义的情况。当然，人们可能也

会认为，以保护权利为目标的正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规则，特别是当这种正义的观念转化到制度

建构中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一看法有一定道理，不过，保护权利的正义规则与休谟、斯密等人讲的规则

并不一样，前者充当的是一种以权利为内容的形式，而后者则是目的本身。

三、从两个正义概念看马克思的正义观

马克思的正义观是当前方兴未艾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以来存

在很大争议的问题。这里的“正义观”是一个广义的用语，不仅包括马克思对正义的看法和评价，而且也

包括马克思在正义问题上所具有的理念和思想。学术界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争议，原因是多方

面的。一个方面是，人们并未建立起清晰而全面地把握正义问题的前知识框架，从而也没有找到条分缕

析地考察马克思正义观的切入点。对“基于权利的正义”概念和“基于规则的正义”概念的把握，有助于

我们解决这一问题。这便是说，我们可以将现代政治哲学中的这两个正义概念作为参照系和切入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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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切近马克思正义观的学术空间。这并不意味着要用一种外在于马克思的标准来作一种硬性阐释，

因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同样属于现代政治哲学，而且总体来看，这两个正义概念关联到的问题域，在外

延上是涵盖在马克思正义观的范围之内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理论涉及四个叙事语境，分别是关于一般人类历史、关于资本主义批判、关于共

产主义第一阶段、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语境。由于正义通常是在既定的历史背景、情境和条件下成

为一个“问题”的，所以，马克思的正义观主要关涉后三个叙事语境。基于这种分析，我们在此着重追问

和探析如下问题：在这三个叙事语境中，马克思有没有在权利和规则层面对正义予以关注和阐说。

（一） 关于资本主义批判的叙事语境

如果正如上述，“基于规则的正义”概念以人们之间利益冲突的解决和良序社会的促成为根本目标，

那么，这一概念显然很容易受到以资本主义为分析对象的政治哲学家的重视，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利益冲突是无法避免的突出社会问题。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自然也包含了对这一问题的审

理与剖析。具体来看，马克思的审理和剖析指向两方面，一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这是发生在生

产关系层面上的、最根本的社会利益冲突；二是市民社会中唯利是图的原子化个人之间的冲突，用马克

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话说就是，“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

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7］（P50）。然而，马克思对这两方面的利

益冲突予以审理和剖析，绝不意味着他要用一种基于规则的正义来加以解决。这倒不是因为正义规则

在解决利益冲突问题上一无是处，而是因为马克思一旦倚重于规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导向他所反对的改

良主义。改良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补救的方式，它可以让社会矛盾变得缓和，但却无法从根本上将之

消除。马克思在资本批判上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矛盾，他不仅不会重视作为规

则的正义，而且也必然会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马克思之所以对蒲鲁东和拉萨尔等人始终保持批判态

度，最深层的原因就在这里——这些人以追求正义为名义而提出的“公正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

种欲图重建分配规则的改良主义主张。由此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批判的叙事语境中，马克思绝对不可

能也绝对没有提出或支持一种“基于规则的正义”观念。

然而，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正义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反，在马克

思的这一批判中，包含着基于权利的正义问题。这倒不是说，马克思像洛克那样预先假定了一种先验

的、抽象的、永恒的自然权利的存在，进而以之为价值前提来批判资本主义，而是说，他通过检视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极其深刻地揭示出了资本家借助制度架构无偿占有工人所有权的非正义事实。具体来看，

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所发生的劳动力买卖关系，从表层来看，是

一种符合“基于权利的正义”之要求且受到法律保护的契约关系，因为在这种买卖关系中，工人得到的工

资与其劳动力的价值相对等，资本家并未“不正义”地违背等价交换的契约原则。然而，“劳动力”和“劳

动”是并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工人通过日复一日的实际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其劳动力的价

值。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这个劳动和资本相分离、相对立的制度架构内，工人除了拥有对自己劳动

力的所有权，并不可能真正拥有在自己的劳动中所存在的所有权，相反，这种潜在的所有权在很大程度

上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不仅如此，在这个制度架构内，除了所有权，工人也不可能像资本家那样，拥有对

其他权利以及发展机会的支配地位。根据马克思的剖析，如果说这是一种被契约关系掩盖起来的非正

义制度，那么由这一制度所造成的剥削关系和阶级对立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占有和剥夺被剥

削阶级之权利的非正义关系。

（二） 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叙事语境

上文提到，休谟在规则层面上论述和阐释正义问题，建基于他对正义的两个条件——人的自私和自

然供应的稀少——的认识。不难发现，这两个条件与利益冲突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即只要前者存

在，后者就会出现。这样来看，这两个条件必然构成“基于规则的正义”概念的内在逻辑前提。所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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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休谟，斯密和罗尔斯对“基于规则的正义”的阐释，也是以这两个条件为前设的。就罗尔斯来说，他

本人曾明确地提到这个问题。比如，在《正义论》第22节，他专题讨论了“正义的环境”，而“正义的环境”

也就是“正义的条件”。罗尔斯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番说明之后又诚恳地指出：“休谟对它们的解释是特

别明晰的，我前面的概述对休谟特别详细的讨论并没有增加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为简化起见，我常常强

调客观环境中的中等匮乏，强调主观环境中的利益冲突。这样，一个人可以扼要地说，只要人们对中等

匮乏条件下社会利益的划分提出了相互冲突的要求，正义的环境就算达到了。除非这些环境因素存在，

否则就不会有任何适合于正义德性的机会；正像没有损害生命和肢体的危险，就不会有体力上表现勇敢

的机会一样。”［1］（P98）

上述情况表明，一个政治哲学家有没有可能提出基于规则的正义问题，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看他（或

她）有没有面对正义的两个条件。需要说明的是，“基于规则的正义”概念是一个建构型而非批判型的概

念，所以，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存在正义的两个条件，但正像上面所指出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

的批判上不可能倚重这个概念。不过，当剥削的制度根基得以瓦解之后，马克思必定会确立起一种“建

构新世界”的问题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从现实来看具备了正义的条件，我们就可以在规则层面来阐

发马克思的正义观。毋庸否认，在没有了剥削关系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物质财富尚未达到无限涌流的

程度，人们也不可能完全成为大公无私的纯粹“道德人”，所以，承认两个正义条件的存在，是实事求是地

认识这一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论及这个问题，但他实际上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个

问题的重要性，因为他在以《哥达纲领批判》为代表的文本中，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分配规则进行了慎

重思考，而社会产品按何种规则进行合理分配，本质上就是一个关联到正义之条件的问题。这说明马克

思虽然没有从基于规则的正义层面来发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在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把握上，却是

确凿无疑地介入以规则的制定为内核或基于规则的分配正义之问题中来了。学术界不少人否认马克思

有一种积极的分配正义思想，这至少是没有看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作出的内在把握。不过，我

们还应指出，在马克思所介入的基于规则的分配正义之问题中，也包含了基于权利的正义问题，或者说

这两个问题是融贯在一起的，这一点与后来罗尔斯的情况非常相似。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共产主义

第一阶段的分配问题上，马克思不仅没有回避拉萨尔主义者提出的平等的权利原则，而且也表达了一种

支持这一原则的意见，即在他看来，各个生产者在消费资料的分配上，应当遵从“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

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8］（P434）的原则，这一原则又是以人们在权利上的平等性为原则的，

它把劳动量和能力作为计报酬的根本砝码。马克思虽然在《哥达纲领批判》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

中指出了平等的权利原则所具有的弊病——它使具有不同劳动能力和不同家庭境况的人在分配结果上

出现差别，但他也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种弊病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

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8］（P435）。由此可见，在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叙事语境

中，马克思的正义观既涉及了基于规则的正义问题，也涉及了基于权利的正义问题。

（三） 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叙事语境

众所周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一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得以消除、物质资源无限丰富的历

史阶段。无论从主观方面来看还是从客观方面来讲，休谟、罗尔斯等政治哲学家指认的正义条件将不复

存在。所以，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界定和描绘中，不可能包含一个“基于规则的正义”概念。

不过，我们倒是可以从马克思对这一阶段的界定和描绘中，引申出一个“基于权利的正义”概念。为

什么？

马克思虽然不认可、不接受“自然权利”的说法，但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却是人的生命活动中实实在在

的东西，即便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也不例外。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有过类似说明。例如，在《共产党

宣言》中，他和恩格斯就曾郑重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

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9］（P47）。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则强调在未来社会要“重新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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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有制”。无论是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还是个人所有制，都是人的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的重要

体现。

进而言之，“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以及“自由个性”是马克思界定和描绘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

标志性用语，它们也表征着具有丰富思想内涵的价值理念。这些用语和价值理念无疑是就每个人而言

的，即生活在世的每一个人，都应实现“以人为目的”的解放，都应得到全面发展，都要充分展现自己的自

由个性。不难推知，在这个境况中蕴含着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人与人在发展的权利和机会上是均等

的，绝不存在一部分人享有无限大的发展机会而另一部分人却相反的情形。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虽然

没有用“平等的权利”这样的术语来界定和描绘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但根据他的界定和描绘，我们却能够

推断出一个包容了平等的权利的价值框架。罗尔斯在《政治哲学史讲义》中将这一价值框架概括为几个

要点：一是所有的人都拥有平等获得和使用社会生产资料的平等权利；二是所有的人都拥有与其他人一

起共同参与到制定经济计划的公开而民主决策中去的平等权利；三是所有的人都平等地分担那些任何

人都不想去承担的工作［3］（P384）。

由上可见，马克思虽然没有像洛克以及罗尔斯那样，明确地提出保护和捍卫权利的正义口号，但从

他对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界定和描绘中，的确能够引申出一个“基于权利的正义”概念。不仅如此，与洛

克以及罗尔斯（特别是前者）相比，如果说马克思看重的不是某人是否合法地、不折不扣地拥有了其权

利，而是人们之间是否平等或均等地拥有权利，那么在平等待人这一点上，马克思表达的就是一种更深

层次的、具有更强烈价值意蕴的正义理念。如此这般的情况表明，如果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认定为一个

超越了正义的社会，那么，这只能是从“基于规则的正义”层面来讲的，而从“基于权利的正义”层面来看，

我们则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个历史阶段超越了正义，因而也不能粗率地得出马克思的正义观不涉及这个

阶段的结论。

四、余  论

上述充分表明，对“基于权利的正义”概念和“基于规则的正义”概念予以区分，是我们在“照着讲”的

意义上来精准地理解、把握和呈现现代政治哲学中的正义理论以及马克思的正义观的前提和题中应有

之义。不过，我们进而还要指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虽然同样属于现代政治哲学，但与自霍布斯、洛克至

罗尔斯、诺齐克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相比，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又具有一种自成一系的独特性。就此

而言，我们又不能刻板地停留在权利和规则的层面来阐释马克思的正义观。这里涉及的关键问题是：不

管是权利还是规则，虽然都与人的生命活动紧密关联在一起，但它们一旦成为目的本身，则很容易歧变

为与人的生命活动相背离的东西。这一点，正暴露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在理论和思想上不能克服的“贫

瘠性”。事实上，洛克、休谟、斯密、罗尔斯等人致力于建构一个或维护权利或维护规则的正义世界，不仅

没有将现代政治哲学引向“人是目的”的发展逻辑，甚至于在一定意义上使之成为“敌视人的”（马克思

语）理论。相反，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以“人”为主线、以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性目标。所以，当

我们以“基于权利的正义”和“基于规则的正义”为切入点来阐释马克思的正义观时，又要看到一个重要

情况，即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和思想范式内，权利和规则本身并不是最终或最高目的，毋宁说是它们是

通向和达致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看似是远离政治哲学的思想叙事，

但实质上是我们高屋建瓴地理解、把握和阐释马克思正义观所应升至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既能

够看到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与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能够形成积极对话的维度，又能够看到前者超越

或者优于后者的关键之所在。这个情况对我们“接着讲”也富有启示。在正义研究上，“接着讲”的最根

本工作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建构一种当代意义上的正义理论，二是用正义概念和正义理论来

回应和回答当代重大现实问题。总体说来，这两方面的工作需要在现代政治哲学的框架内得到开展。

一方面，它们不能建立在一个混沌的、暧昧不明的正义概念的基础上，我们需要用“基于权利的正义”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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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基于规则的正义”概念来为之建立坐标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切实地摆脱现代西方政治哲学

的概念“陷阱”，从而在一个涵盖面更广的概念体系中来思考这两方面的工作。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和正

义观则是极其重要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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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Concepts of Justice in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Marx's View of Justice

Li Dianlai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Justice" is one of the most central and important concept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but it is al‐

so a polysemous concept. The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after Hobbes and Locke mainly contains two con‐

cepts of justice, one is right-based justice and the other is rule-based justice, which are ver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ir objects, connotations and emphases. However, in Rawls's highly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justice, 

these two concepts of justice are fused together. Although Marx did not discuss the issue of justice thematical‐

ly, justice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narrative context of the critique of capital‐

ism, the first stage of communism, and the higher stage of communism, Marx got involved either in the issue 

of right-based justice or in the issue of rule-based justice. Therefore, these two concepts of justice in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are important entry points for us to understand Marx's view of justice.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differentiate the concept of justice carefully, either to construct a contemporary theory of justice or 

to use a theory of justice to respond to and answer major contemporary issues of reality.

Key words political philosophy; right-based justice; rule-based justice; 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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